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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作物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是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循环农业和低碳经济的有效

手段。为评价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状况，本文基于 DPSIR模型建立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体系，对

全国及 30 个省市（不含西藏）的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总体水平不

高，并存在地区间差异，不同省区利用秸秆资源的模式具有差异性和一定的趋同性。政府的财政投入、基层管理与

工程建设等响应举措最能反映并影响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在具体指标中，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量、农

村沼气池产气量、秸秆资源可利用量、草食家畜数量、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和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等指标对

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影响较大。要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应水平，要重视秸秆能源化和饲料化利用外，而且要尊

重地区间发展模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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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严重制约。进入新时代，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各级政府需要在推动农

业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推动资源节约、耕地质量提高和农村环境改善。加快农作物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禁止直接焚烧，成

为其中重点工作之一。 

秸秆是农业生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生物质资源。我国 18 亿亩耕地，近年来每年农作物秸秆资源理论产量约为 9.0 亿吨[1]。

农作物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有 50%以上储存在作物秸秆中，据统计，我国秸秆资源占主要生物质资源的 72.2%[2]，是生物质资源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秸秆中富含氮、钾、磷、镁、钙等重要元素以及粗纤维和有机质，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3]。 

回顾我国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过程，可以发现，我国秸秆利资源经历了从直接利用、到禁烧，再到综合利用的过程转

变。20 世纪 70 年代前，我国农作物秸秆大多作为薪柴、肥料和牲畜饲料被直接利用。自 80 年代起，随着农作物单产和总产量

增加，作物秸秆产生量大增，同时，由于农村生活水平提升、劳动力减少，农村直接利用秸秆的比例大幅下降，由于没有找到

好的解决方案，出现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的秸秆过剩。因此，秸秆露天焚烧成为很多地区的处理方式，由此带来严重的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目标是全面推行秸秆禁烧，

同时推动秸秆资源实现综合利用。在政府政策指引和扶持下，传统的秸秆利用方式逐步发生着转变。概括起来，一是秸秆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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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肥资源，秸秆还田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一直被大力提倡，秸秆经过加工发酵后在耕地中施用，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养分替代，从而实现化学氮肥替代和减量，有助于减轻化学氮肥施用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4]。秸秆还田在增加土壤

有机质、改善土壤保肥蓄水能力等方面作用显著，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二是秸秆燃料化利用。秸秆可以通过

固化成型、直燃发电、生物气化等方式实现能源化利用，能减少秸秆直接露天燃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在当前环保政策趋严的背

景下，秸秆能源化综合利用成为清洁能源的重要补充。三是秸秆饲料化处理利用。1吨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约与 0.25吨粮食的营

养价值相当，当秸秆经过青贮、氨化、微贮等处理技术后，营养价值大幅度提高，可以作为反刍动物的饲草料，节约饲料粮消

耗，并形成循环利用模式。四是秸秆基料化利用，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制作富含营养的有机固体物料，为动植物生长提供良好

的生存环境，可用于食用菌的栽培、育苗和垫料制作等。五是秸秆原料化利用。将秸秆进行工业化加工，制作为建材、纸张等，

实现循环利用。从秸秆利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看出，除了政府重视外，技术进步为秸秆利用开辟的新途径和方法，秸秆利用由

过去传统农业领域发展到现代工业、能源领域，秸秆的综合效益快速提升。 

尽管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和去处不同，但通过秸秆资源的转化利用，能够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从既有研究来看，秸秆资源

化利用的综合效应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秸秆焚烧是雾霾的季节性污染源之一，禁绝

秸秆焚烧是许多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紧迫任务。二是促进能源替代。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在诸多方面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常

规化石能源相似，具有可存储、可运输等特点，各地实践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农村沼气池建设，它可以补充农村清洁能源供

给，降低传统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5]。三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些地区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整合新技术，推动农

作物秸秆利用和转化，改善了传统利用过程中的低效问题，提高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经济效益。此外，通过秸秆加工利用的产

业链延伸增值，资源再生利用节约成本，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秸秆利用问题，并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当作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重大项目，从技术、生产和市场的

角度出发，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有力扶持与推动，极大地促进了秸秆综合利用这项工作的广泛开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6]
。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报告，2019年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平均水平已达 85.45%，但不同地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效应存在着较大差

异。因此，本研究认为，如果能对我国不同省份农村秸秆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不仅能反映出农村秸秆资源

化利用的综合效应水平，而且能够呈现出农村秸秆资源化利用中的短板和关键因素，对进一步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政策具有参

考价值。 

为了能全面较好地反映秸秆资源化利用综合效应，本研究对秸秆利用的综合效应的测度从多角度展开，包括能源替代、环

境效应、牲畜饲料、营养土壤、农民增收，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文献综述 

有关农作物秸秆资源的利用绩效的研究，多数研究文献采用不同的方法，着重对秸秆资源利用产生的资源替代效应、生态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度量和分析。有学者通过计算秸秆的热值、燃烧含硫量、热能效率等数据，评价秸秆资源利

用的资源替代和环境效应[7-9]；有的研究利用替代成本法，情景分析法等方法，选择适当的评价指标构建秸秆资源利用的环境效

益评价体系，对秸秆不同利用方式的环境效益进行分析和比较[10-12]。对秸秆利用的经济效应，部分学者采用 NPV净现值法、成本

收益法方法对秸秆资源不同利用方式的经济投入与收益进行分析，定量测算出经济效应[13-15]。国内当前研究中，也有研究采用评

价指标体系对秸秆资源利用效应进行研究的成果，史乔丹构建了秸秆肥料化利用绩效评价体系，选择了总资产增长率、产品合

格率、能源消耗率，契约农户流动率等评价指标，对典型地区的秸秆肥料化利用绩效进行评价
[16]
。崔晓雪等利用层次分析法，

以秸秆饲料化，秸秆发电和秸秆糖醇化三种资源化利用途径为基础，对吉林省秸秆资源产业化利用的成效进行分析，利用成本

费用收益率、产业发展能力、销售利润率、新增就业岗位数、资源替代效益、碳排放减少量、秸秆能量转化率等指标，对秸秆

资源化利用的综合效应进行评价[17]。罗岚建立了秸秆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角度

分析秸秆资源不同利用方式产生的综合效应[18]。杨晓东以作物秸秆的基料化利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秸秆—菌料—肥料”利

用模式所产生的综合效益
[19]

。马秋颖以东北地区较为典型的秸秆利用方式的综合效益作为评价对象，选用资源循环利用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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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转化率、成本费用收益率、资源替代效益等 9个指标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效益进行测算和评价[20]。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秸秆资源利用效应的研究多数角度单一，尚缺乏评价体系和评价目标更广泛的研

究。 

二、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模型的建立 

借鉴现有研究，本研究尝试采用 DPSIR 模型构建我国农村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应的评价指标，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

响和响应 5个维度共 19个指标，对农村秸秆资源化利用状况进行量化评价。 

（一）DPSIR模型（Driving forces-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s) 

DPSIR是一种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模型，最初主要被应用于环境问题评价，之后扩展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对自然资源

的利用效应评价研究亦具有较好的适用性。DPSIR模型中，对系统的评价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维度上展开，

共同反映评价对象的特征；而且不同维度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能够探究评价对象系统内部各因素发展的相关联系，揭示其发

展机制，在此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方法。 

DPSIR模型具有清晰、层次性较强、简单明了的特点，为农村秸秆资源利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本

框架，DPSIR模型的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DPSIR模型结构图 

（二）评价指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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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IR框架中，根据不同评价体系的需求，每个维度又可以分成若干种指标。结合已有研究基础，本文选取能够体现评价对

象主要特点的评价指标，构建农村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驱动力是指人类活动及自然环境对于评价目标的基础性作用，包括自然驱动力和经济社会驱动力两方面的因素[22]。对于秸

秆资源利用系统来说，地形、气候和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为复杂，且在省级层面上，难以用数据表述，因此本文主要

选择人均 GDP、人口自然增长率、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耕地面积作为驱动力评价指标。其中人均 GDP、人口

增长表征经济驱动力；种植业占比和耕地资源面积表征秸秆的资源驱动力指标。 

压力通常指的是通过驱动力的作用之后进一步产生的、更为直接作用到研究对象的因素[23]。本文选择草食家畜数量、农村

人均能源消费量和农村沼气池产气量作为需求压力指标。秸秆是草食家畜的主要饲料来源之一
[24]
，草食家畜的数量越多，对秸

秆资源的需求越大；农村消耗的能源越多，能源需求越大，从而对秸秆资源的需求越大；秸秆是农村制备沼气的主要原料之一[25]，

农村沼气池产气量（规模）越大，对秸秆的需求越大。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提高了人们对于秸秆资源的认知水平和利用

水平[26]，故选择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素质压力指标。 

状态因素主要表征的是在驱动力与压力作用下系统所处的资源状态和环境状态。影响状态维度的是通过系统内部作用导致

的状态变化的最终影响效果，通常包括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两个方面，可使用定量计算或定性分析得出相关指标。本文选取秸

秆资源可利用量和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状态指标，农作物播种面积越大，种植规模越大，利用秸秆的综合效应水平越高[27]。 

影响指的是评价系统状态变化的最终影响效果。秸秆资源的利用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和资源环境具有显著影响，表现在经济

和环境等多个方面。本文选择农村居民的人均种植业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来表征秸秆资源利用对经济方面的影响[28]，选择氮氧化

物排放量和农用化肥施用量减少比例表征秸秆资源利用对环境方面的影响。秸秆资源的利用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种植业

收入及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废气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29]，并通过还田替代化肥的使用。影响层因素与秸秆利用系统

息息相关，是对于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的表征。 

响应维度的涵义是人类对于压力和影响层面的调整和反应。在驱动力和压力作用下系统的状态发生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

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利用秸秆资源，人类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基层管理、产业发展、技术变更等举措就是“响应”。本文选

择 R&D 经费占 GDP 比重和农村能源经费投入作为政策响应指标，选择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作为基层响应指标，选择处理

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量作为产业响应指标，选择农作物机收水平作为技术响应方面的指标[26]。人类各方面的响应举措是秸秆

资源利用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 

在上文对各准则层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其单位、方向（符号）及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1所示。 

表 1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方向 计算方法 

我国农村秸秆 

资源利用的综 

合效应评价 

驱动力 

（D） 

D1 人均 GDP 万元/人 正 GDP/人口数 

D2 人口自然增长率 ‰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D3 种植业产值占比 % 正 种植业产值/农林牧渔业产值 

D4 耕地面积 千公顷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压力（P） 

P1 草食家畜数量① 万只 正 标准羊单位转换 

P2 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 吨/人 正 
（能源消费量 X农村能源消耗比 

例）/乡村人口数 

P3 农村沼气池产气量 万立方米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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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 正 1-乡村文盲率 

状态（S） 
S1 秸秆资源可利用量 万吨 正 

 

S2 农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影响（I） 

I1 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 元/人 正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种植业收 

入比例 

I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负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I3 氮氧化物排放量 万吨 负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I4 农用化肥施用量减小比例 % 正 
（去年施用量-当年施用量）/去 

年施用量 

响应（R） 

R1 R&D经费 8 GDP比重 % 正 R&D 经费/GDP 

R2 农村能源经费投入 万元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R3 
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

量 
处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R4 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 个 正 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R5 农作物机收水平 % 正 机收面积/播种总面积 

 

三、我国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评价 

基于构建的农村秸秆资源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对 2017年全国不同省区农村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

应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区域比较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等。标准羊单位换算比例来源于冯秀等人的研究[30]，农村能源消耗比例来源于罗

国亮等人的研究[31]。由于 2017 年度数据的缺失，分析中以 2016 年的农村能源经费投入、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量和农村

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替代 2017年的数据，其中 2017年上海市农村能源经费投入以 2015年的数据替代。 

（二）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中选择了层次分析-熵值法。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使用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然后根据主、客观权

重进一步计算出各指标综合权重。最后使用得到的综合权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计算，依次得到各指标层、准则层及目标层

的评价值。具体计算步骤参考相关文献[32-35]。 

（三）评价结果 

根据层次分析-熵值法，对准则层和指标层各指标的主观、客观及综合权重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体系各指标权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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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指标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我国农 

村秸秆 

资源利 

用的综 

合效应 

评价 

驱动力(D) 0.0794 0.1541 0.0577 

D1人均 GDP 0.1086 0.3288 0.1514 

D2人口自然增长率 0.1135 0.1635 0.0787 

D3种植业产值占比 0.5046 0.1854 0.3966 

D4耕地面积 0.2733 0.3223 0.3734 

压力(P) 0.2381 0.2921 0.3281 

P1草食家畜数量 0.4467 0.2194 0.3601 

P2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 0.1706 0.3232 0.2027 

P3农村沼气池产气量 0.3164 0.3545 0.4122 

P4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 0.0664 0.1029 0.0251 

状态(S) 0.2857 0.1136 0.1531 
S1秸秆资源可利用量 0.8333 0.5681 0.8680 

S2农作物播种面积 0.1667 0.4319 0.1320 

影响(I) 0.1429 0.1267 0.0854 

I1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 0.3536 0.3684 0.5074 

I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0701 0.1296 0.0354 

I3氮氧化物排放量 0.3929 0.1210 0.1852 

I4农用化肥施用量减小比例 0.1834 0.3810 0.2721 

响应(R) 0.2540 0.3135 0.3757 

R1 R&D经费占 GDP比重 0.0590 0.1119 0.0292 

R2农村能源经费投入 0.1055 0.2715 0.1267 

R3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 

程数量 
0.3876 0.3543 0.6076 

R4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 

数目 
0.1766 0.1871 0.1462 

R5农作物机收水平 0.2713 0.0752 0.0902 

 

进一步计算我国各省区农村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评价值，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2017年我国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结果 

地区 驱动力指标 压力指标 状态指标 影响指标 响应指标 综合评价值 

北京 0.2237 0.1411 0.0000 0.8389 0.0607 0.1537 

天津 0.2815 0.1771 0.0248 0.8201 0.1058 0.1879 

河北 0.4172 0.2909 0.5680 0.2426 0.3289 0.3508 

山西 0.4364 0.1240 0.2004 0.2994 0.1223 0.1681 

内蒙古 0.4555 0.3880 0.5445 0.2769 0.1456 0.3153 

辽宁 0.1954 0.1965 0.3368 0.3222 0.2057 0.2321 

吉林 0.2673 0.1754 0.5950 0.3051 0.0909 0.2243 

黑龙江 0.6954 0.2571 1.0000 0.3103 0.2285 0.3899 

上海 0.3152 0.2209 0.0062 0.7621 0.0631 0.1804 

江苏 0.4219 0.1264 0.4578 0.4213 0.2742 0.2749 

浙江 0.3064 0.0747 0.0754 0.6382 0.3673 0.2462 

安徽 0.3442 0.0897 0.5393 0.3144 0.2047 0.2356 

福建 0.1697 0.0942 0.0579 0.4900 0.2086 0.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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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0.2721 0.2245 0.2912 0.3866 0.4282 0.3278 

山东 0.4352 0.3386 0.8019 0.2892 0.4607 0.4568 

河南 0.5355 0.4094 0.9807 0.2760 0.3332 0.4641 

湖北 0.3320 0.3176 0.4333 0.3791 0.3388 0.3493 

湖南 0.3133 0.3611 0.4288 0.3137 0.7248 0.5013 

广东 0.3243 0.1504 0.1784 0.2976 0.3102 0.2373 

广西 0.3739 0.4299 0.2650 0.2550 0.1503 0.2814 

海南 0.2167 0.1151 0.0158 0.3092 0.0845 0.1108 

重庆 0.4235 0.1626 0.1482 0.3252 0.2352 0.2166 

四川 0.4539 0.7854 0.5324 0.3029 0.3680 0.5296 

贵州 0.4523 0.3077 0.2044 0.3239 0.2079 0.2641 

云南 0.3614 0.6295 0.2947 0.2643 0.1620 0.3603 

陕西 0.5468 0.1423 0.1840 0.2583 0.1822 0.1861 

甘肃 0.5501 0.2539 0.1766 0.3562 0.1023 0.2061 

青海 0.1666 0.2948 0.0159 0.2862 0.0467 0.1532 

宁夏 0.3905 0.1545 0.0493 0.2914 0.0960 0.1366 

新疆 0.6199 0.2708 0.4962 0.2509 0.1212 0.2708 

平均值 0.3766 0.2568 0.3301 0.3726 0.2253 0.2727 

 

（四）评价结果分析 

1.影响因素分析 

在 DPSIR框架内就各指标对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见图 2、图 3所示）表明： 

(1）比较各准则层指标，综合权重最大的是响应层，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提高的贡献率为 37.57%，表明人类对秸秆资

源的处理措施最能反映和影响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高低；其次是压力层，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贡献率为 32.81%，说

明秸秆资源需求增加和人口素质提升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提升和影响水平较高；状态层对目标层的贡献率为 15.31%，表

明秸秆资源利用系统所处的状态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反应和影响水平中等；影响层和驱动力层对目标层的贡献率分别为

8.54%和 5.77%，说明秸秆资源利用系统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驱动力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反应和

影响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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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体系准则层权重 

 

图 3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评价体系指标层可比权重 

(2）在所有指标层的评价指标中，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量对秸秆利用综合效应具有最显著作用，其次是农村沼气池

产气量，由此说明农村沼气化是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秸秆资源可利用量，即秸秆资源供给状况对于利用综合效应影响

也较大，这可能是由于秸秆的规模化利用有助于提升利用效应。草食家畜饲养数量对秸秆综合利用效应增加亦具有较明显正向

作用，由此表明秸秆饲料化利用有助于秸秆利用综合提高。 

除以上四个指标之外，权重位于中位数以上的指标还包括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农村能源经

费投入、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农作物机收水平，说明农民对于能源的需求、基层能源管理推广机构的建立和农村能源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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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和农作物机收水平对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效应具有较强的正面影响和反应能力。 

2.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省际差异分析 

2017 年我国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平均值为 0.2727，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以上有 12 个省区，低于

全国平均值以下有 18个省区。由于全国较为多数的省区的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位于均值以下，一定程度上说明全国总体利用

效应水平不高。 

为更为直观地分析和比较秸秆利用综合效应水平的地域分布和空间差异，使用等间距方法，用 E 表示测算出的秸秆资源利

用综合效应水平，将其划分为五个等级：E≥0.45 代表综合利用效应水平高；0.35≤E<0.45 为综合利用效应水平较高；

0.25≤E<0.35 为综合利用效应水平中等；0.15≤E<0.25 为综合利用效应水平较低；E≤0.15 为综合利用效应水平低，绘制全国

秸秆利用综合效应水平的地理分布图。 

综上，各省区之间秸秆利用效应差异较大。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排名位于前五位的是四川、湖南、河南、山东、黑龙江；

排名位于后五位的是山西、北京、青海、宁夏和海南。比较全国排名最高的四川省和排名最低的海南省，四川的秸秆利用综合

效应水平为海南水平的 4.78倍，差异显著。 

按照我国耕作制度区划[36]，考察不同分区的秸秆资源综合评价的区域平均水平，并与全国均值比较，结果表明，我国西南

区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最高，其次是华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东北区秸秆利用的综合效应水平处于中等，蒙新区、黄土

高原区和青藏区利用秸秆的综合效应水平较低。 

3.省际秸秆资源利用模式分析与比较 

依据各省区不同准则层指标的评价值，确定各地秸秆资源的利用模式。具体研究方法如下：将计算得到的经加权后的准则

层评价值由高到低进行累加，当累加值达到目标层评价值 70%时，则得出该 p个（p为已累加准则层的个数）准则层代表了该省

区利用秸秆资源的模式。将全国 30个省区按照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的高低进行秸秆资源利用模式的归纳，结果如表 4所

示。 

由于各省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经济和政策条件，所以秸秆资源利用系统表现出的特征不同，也就拥有不同的秸秆资源利用

模式。根据全国 30个省区的特征，共归纳出七种秸秆资源利用模式（见表 4）。结果表明，各省区中，秸秆资源化利用综合效应

水平中等及以上的地区利用模式的趋同性更显著，综合效应偏低的地区利用模式呈现多样性，具体如下。 

表 4我国各省区秸秆资源利用模式类型 

秸秆资源 

利用模式 

综合效应 

水平高 

综合效应 

水平较高 

综合效应 

水平中等 

综合效应 

水平较低 

综合效应 

水平低 
省区个数 

RPS 河南、山东 河北、黑龙江 
内蒙古、新疆、贵州、江

苏、湖北 

辽宁、广东、安徽、 

吉林 
— 13 

RP 四川、湖南 云南 广西、江西 — — 5 

PRI — — — 天津、重庆 宁夏、海南 4 

PI — — — 上海、北京、青海 — 3 

RPD — — — 甘肃、陕西 — 2 

RI — — — 浙江、福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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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SI — — — 山西 — 1 

 

注：RPS：响应—压力—状态模式；RP：响应—压力模式；PRI：压力—响应—影响模式；PI：压力—影响模式；RPD：响应

—压力—驱动力模式；RI：响应—影响模式；RPSI：响应—压力—状态—影响模式 

第一，RPS（响应—压力—状态）和 PR（压力—响应）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利用模式，同时也是综合效应水平较高的利用模式，

具有推广价值。全国以 PR为主要利用模式的省区有 5个，其中四川省最为突出，其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居于全国首位；

从指标层来看，四川省草食家畜饲养数量大，农村沼气池产气量高，因此，用作饲料和沼气原料的秸秆需求量大；此外，政府

和相关部门对秸秆资源化利用问题响应积极，采用的是典型的压力—响应模式。 

RPS 模式是在压力—响应模式的基础上增加状态层条件，以 RPS 为利用模式的省区有 13 个，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河南，其秸

秆利用综合效应虽不及四川高，但仍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从指标层面来看，这些地区秸秆资源和耕地资源丰富，为秸秆资源

的利用提供了优良的状态条件，此外，资源需求压力和相关部门响应积极程度较高。 

除了以上两类典型地区外，还有一些利用效应水平中等或较低的省区亦采用以上两种模式，显示出利用模式的趋同性和利

用水平的差异性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秸秆资源利用系统本身对于响应和压力的强调，另一方面与各地之间的相

互学习和融合有关。 

第二，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较低的 16 个省区中，秸秆利用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RPS（响应—压力

—状态）、PRI（压力—响应—影响）、PI（压力—影响）、RPD（响应—压力—驱动力）、RI（响应—影响）和 RPSI（响应—压力

—状态—影响）模式。从指标层面来看，一是部分省区缺乏足够的政府响应或缺乏利用秸秆的压力，二是部分省区秸秆资源可

利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等方面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尚不具有资源优势条件，导致整体利用效应水平较低。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我国是世界上农作物秸秆资源生产大国，农作物秸秆产量大、种类多、分布广，近年来随着作物产量逐年上升，农作物秸

秆产量也呈不断增长趋势。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要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将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作为实现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业农村环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

举措。为了对我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状况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引入 DPSIR 模型，构建了农村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评价体系，

对 2017年我国不同省区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不同省区的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应水平差异较大，大部分省区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较低。2017 年我国秸秆资

源利用综合效应的评价均值为 0.2727，按照省级综合评价值的大小将全国 30个省区划分为五个等级：我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

应水平高的省区有四川、湖南、河南和山东，处于较高的省区有河北、黑龙江和云南，处于中等水平的省区有 7 个，处于较低

水平的省区有 14个，宁夏、海南处于水平最低的省区。 

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应接近和低于全国中等水平的省区占比 76.67%，表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较低。

按照分区计算，我国西南区、华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较高，东北区利用秸秆的综合效应水平中等，

蒙新区、黄土高原区和青藏区利用秸秆的综合效应水平较低。 

第二，综合权重的大小反映出各指标层对准则层、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影响水平。比较各准则层指标，综合权重最高的是响

应层，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提高的贡献率为 37.57%，表明人类对秸秆资源的处理措施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提高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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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促进作用。 

其次是压力层，表明秸秆资源需求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升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提升具有较高影响水平；再者是状

态层，表明秸秆资源利用系统所处的状态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的反应和影响水平中等；影响层和驱动力层对目标层的贡献

率较低，表明秸秆资源利用系统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驱动力对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提高的影响水平

较低。由此说明，政府、企业与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采取的行动和举措是影响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高低最显著的因素；

其次是表征秸秆资源需求压力因素也有较高的影响力；而驱动力对秸秆资源利用效应的反应水平最低。 

第三，基于所有指标层的评价指标的可比权重大小，可以看出处理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数量、农村沼气池产气量、秸秆资

源可利用量和草食家畜数量对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和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

数目对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效应提高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农村能源经费投入、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和农作物机收水平对秸秆资

源利用的综合效应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我国各省区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源、经济和政策条件，所以秸秆资源利用系统的主导子系统不同，导致各地秸秆利用

的模式具有差异性。全国各省区的秸秆利用模式大致可以归纳出七种，结果显示，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中等及以上的地区都

采用了 RPS（响应—压力—状态）模式或 PR（压力—响应）模式，表明这两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推广和学习的价值。 

秸秆资源利用效应水平中等以下的地区利用模式较多样，利用水平较低或低的省区劣势条件较多且缺乏优势条件，从而导

致秸秆资源利用子系统薄弱，所采用的利用模式发展不成熟，利用效应水平低下。 

在推动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效应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关注秸秆资源利用综合效应水平高的省份，也要关注秸秆资源利用效

应水平较低的省份，加强地区间交流和学习，推动全国秸秆资源化利用总水平的提高。为进一步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提升利

用秸秆的综合效应，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继续强化政府引导与政策扶持。基于省级层面的分析，秸秆资源利用系统中，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响应举措及资源需求

等压力对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应具有显著作用。由于技术及成本等问题的限制，目前各地秸秆不同资源化的途径发展并不平衡，

如部分省区将利用秸秆制备新型能源和饲料化作为秸秆利用的主要途径，有些地区以发展农村沼气产业和秸秆饲料产业为重点。

所以，不同地区的政府要适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和产业规划，增大资金投入，扩大秸秆资源需求。 

二是各地要积极开展示范试点工作，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推进秸秆规模化利用，秸秆资源可利用量是影响秸秆利用综

合效应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不同资源量水平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应当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秸秆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培育

代表性龙头企业，发挥地区秸秆产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秸秆资源比较稀缺的地区往往会面临秸秆资源量达不到规模生产要求的

问题，阻碍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对此可通过建立乡镇秸秆统一收集点等方式完善秸秆资源的收储运体系，以促进秸秆的规模

化利用。 

三是加强基层管理推广机构建设，提高资金补贴力度。农村能源管理推广机构数目和能源经费投入对秸秆资源利用的综合

效应有较大贡献率，说明基层的管理推广机构建设和政府相关财政政策具有关键作用。基层乡镇干部可通过多渠道宣传增大科

普教育的推广力度，利用横幅、短信、传单、标语等形式进行政策推广和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对秸秆资源化利用重要性的认识。 

四是引进和开发相关技术，提升机械化水平。农作物机收水平是影响秸秆资源化利用综合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技术

水平和机械化水平对秸秆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技术的提升需要将引进和开发相结合，一方面要学习秸秆利用技术较先进

国家的技术原理和经验，引进其他国家先进的人才和设备；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对于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相关研究，促进科

研资源整合，提升秸秆收集、储存、运输及利用的相关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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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农作物秸秆的可收集利用系数。 


